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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

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

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

“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

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

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２００２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

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

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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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２年，全球共有２８个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ｒｏｐｓ），其中，中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约为４００万公顷，
在２８个国家中排第６（Ｊａｍｅｓ，２０１２）。中国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以转基因
棉花为主，占种植面积的８０％以上。在转基因食品作物商业化种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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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国政府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虽然进口转基因大豆已经占据
中国大豆市场８０％以上的份额，１但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在中国一
直没有得到批准。事实上，中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食品作物只有番木
瓜、番茄和甜椒三类。但在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委员会向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颁发了“生物安全证书”，
被认为在转基因主粮作物的商业化种植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由于涉
及每个人都关心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主粮问题，这个举措
使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从小范围扩展至整个社会层面。是否支持转
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议题。著名科
普人方舟子和电视主持人崔永元的论战更让这场争论变得尖锐化和戏

剧化，普通公众也因为对转基因作物态度不同而分裂成对立的两派。

１．参见：孙昌銮，“洋大豆逼停黑龙江九成榨油厂”，《北京青年报》，２０１３－８－４。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这场争论具有“风险社会”（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议题
的典型特征：一项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导致潜在的“人造风险”（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ｒｉｓｋ）（吉登斯，２０００）；虽然客观风险尚未在现实中实现，围绕着它却形
成了实实在在的主观的和建构的风险（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在某种程度
上，这种主观建构风险的重要性和现实性甚至超过了客观风险
（赵延东，２００７；张文霞、赵延东，２０１１）。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和争
论就是这样一种主观风险的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
者为了塑造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而采取的种种“唤起”或“消
解”的策略，公众对政府、专家、大众媒体等“社会建制”的制度性信任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或基于“反思性现代化”（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而在相反方向上产生的对政治和科学权威性的消解（吉登斯，２０００），以
及互联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复杂作用，交织在一起构
成了一个“知识—权力”场域（郭于华，２００４）。本文基于一项全国六城
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试图通过分析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的了解程
度、风险感知、接受程度，以及影响这种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探讨面对
一项新技术的应用时，影响公众主观风险建构的因素，尤其是知识、政
府、专家（科学家）、大众媒体，以及与其相关的制度性信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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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与理论框架

学术界关注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问题的时间并不太长，大规模
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但在短短十几年间，国内外就积累
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２相关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
是描述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和接受程度。由于不同调查的指
标、方法和样本差异很大，很难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已有研究发现，各
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和接受度都不高，但彼此又有一定的
差异性：就了解程度而言，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比发达国家更
低（黄季焜等，２００６）；就接受度而言，美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
明显高于日本和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中国、墨西哥、菲律宾
等发展中国家则普遍较高（仇焕广等，２００７ａ）。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

２０００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８３％的中国消费者愿意购买改善营养的转基
因食品，在所调查的１０个国家中比例最高。３此后的调查结果虽没这么
高，但除了绿色和平组织２００４年的调查结果特别低外（只有３０％），多
数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都在５０－８０％之间
（仇焕广等，２００７ａ）。例如，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对华北和
华东地区１１个城市公众的大规模入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城市消
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的比例在６５％左右（黄季焜等，２００６）。需
要指出的是，上述调查大多完成于２００９年前，对于２０１０年转基因问题
辩论升温之后的公众态度，目前尚未见到高质量的调查数据和研究。

２．详细参见仇焕广、黄季焜、杨军（２００７ａ）和齐振宏、王瑞懂（２０１０）所做的相关综述。

３．参见：ＦＡＯ（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ｕｔ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ｄｏｃｒｅｐ／００６／ｙ５１６０ｃ／ｙ５１６０ｃ００．
ｈｔｍ．

另一方面的研究是探讨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主
要是从不同角度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影响因素（仇焕广等，２００７ａ；

齐振宏、王瑞懂，２０１０）。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此类研究是在“消费
者行为分析”的框架内展开的，其基本出发点是把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看做个体消费者的理性决策行为：消费者基于对损失（风险）、收益和支
付能力（价格）的考量，决定是否消费转基因食品。这类研究的目的是
识别出潜在的“消费者”和影响消费的产品要素（如价格、食品质量等）。

·４２１·

社会·２０１５·１



在理论模型上，这是一个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个体行动”模型（图１
中虚框内部分）。其中，只有行动者基于个人利益得失和行动能力的计
算，没有外部结构的约束及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即便是个体用以
决策的“知识”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也是外在于模型（作为识别潜在
“消费者”的特征变量，如“知识少的”、“社会经济地位低的”）。按照风
险社会学的理论，这种“个体行动”模型是不完备的。在风险社会中，围
绕转基因技术这类“人造风险”展开的讨论是一个“知识—权力”场域
（郭于华，２００４），个体对新技术的认知、判断和接受不是孤立的，而是受
到与这个场域中其他行动者互动的影响。因此，我们试图在“个体行
动”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包容性更强的“社会行动”模型（图１），以纳
入这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图１：风险社会中新技术接受度的“社会行动”模型

　　在图１中，虚框内的基于“风险—收益—支付能力”考量的“个体行
动模型”仍是整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组成部分，受到行动者的知识、社
会经济地位及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里，知识和社会经
济地位不再只是识别消费者特征的变量，而是个体行动的基础：消费者
的决策可能是基于对知识（信息）的不完全掌握，并受到其社会经济地
位的制约（对风险的暴露和接受是不平等分布的）。其他社会行动
者———包括政府治理者、专家系统、媒体以及 ＮＧＯ组织、企业、家庭和
社会网络等，通过信息、信任、说服和强制等机制对个人决策产生影响，

其本身就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图１简要列出了一些“社会性要
素”及其影响机制，但社会行动模型的实际运作可能更加复杂。例如，

社会经济地位既直接影响个体的支付能力，也可能对其他行动者的各
种影响发生“调节作用”，进而间接影响个体对风险收益的感知。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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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动者的影响之间也可能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也有研究对模型中的部分“社会性要素”进行
分析，如对“制度性信任”作用（Ｇａｓｋｅｌｌ，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Ｓｉｅｇｒｉｓｔ，２０００；

Ｏｎｙａｎｇｏ，２００４；仇焕广等，２００７ｂ）和对“媒体作用”和“信息输入”作用
（Ｇｕｎｔ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钟甫宁、丁玉莲，２００４；姜萍，２０１０）的关注，但这
些研究并没有在“理论自觉”上把这些要素纳入“社会行动”理论模型，

尤其没有从风险社会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从而无法凸显“风险社
会”背景下社会行动的复杂性。

三、研究假设

接下来，我们将依据上述理论模型，并结合已有研究的发现，发展
出若干能够在经验层面上验证的研究假设，以从中观察各种“社会性要
素”的具体作用。由于数据测量的限制，我们无法对上述理论模型中的
所有要素机制都加以检验，仅选择了一些主要因素，其余未及者留待以
后的研究进一步探讨。

（一）个体决策行为机制
与其他消费品一样，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也取决于消费者对消费

收益和风险的判断。有学者用“感知的收益”（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和“感
知的风险”（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ｒｉｓｋ）描述这种判断（Ｓｉｅｇｒｉｅｓｔ，２０００）。就转基因
食品而言，感知的收益包括对口味营养改良、有害农药残留减少和成本
价格降低等方面的认识（Ｋｕｚｎｅｓｏｆ　ａｎｄ　Ｒｉｔｓｏｎ，１９９６；Ｈｏｓｓａｉ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对于感知的风险，消费者最关心的主要是对身体健康的负面影
响（展进涛等，２０１３；Ｏｎｙａｎｇｏ，２００４）。４已有研究普遍发现，感知的收益
对转基因食品接受度有积极影响，感知的风险则表现出负面的影响
（Ｈｏｕｓ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Ｏｎｙａｎｇｏ，２００４）。遗憾的是，本文的数据没有测
量“感知的收益”，我们只能先提出以下“感知的风险”假设：

４．广义的“风险感知”并不仅限于此。除了对身体健康风险的担忧外，环保主义者还担心转
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展进涛等，２０１３），有的经济学家则更担心批准转基因作物商业
化种植会由于跨国种子公司的垄断性地位而影响中国的种业、产业乃至粮食安全问题（陈健
鹏，２０１０）。

假设１－１：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越强，越不愿接受转基因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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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对其他消费品的接受一样，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也具有
价格敏感性。在缺乏对价格敏感性的直接测量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收
入水平可以作为一个代理变量。在感知的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收入
较高的消费者更有可能支付较高的价格购买相对“安全”的传统食品
（甚至有机食品）；与其相比，低收入者更缺乏这种选择性，因此更可能
接受转基因食品。这个现象得到许多研究结果的支持（仇焕广等，

２００７ａ）。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２：收入水平越低的人，越有可能接受转基因食品。

（二）知识与认识能力机制
“个体行为”模型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消费者在进行决策时掌握了

充分的知识和信息，而事实上，对转基因食品这样的新技术来说，这种
假设是不现实的。已有研究已经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
并不高，这种情况使他们更倾向把高风险、低收益与转基因食品联系起
来（齐振宏、王瑞懂，２０１０）。在科学界尚未有关于转基因食品风险的确
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倾向认为拥有更多的知识有助于消费者对转基
因食品的接受：５

假设２－１：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知识越多的人，越有可能接受转基因
食品。
对转基因食品这类新技术的认识并不只取决于现有的知识，对新

技术的认识能力可能更加重要。一般来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越高，对
新技术的认识能力越强；教育水平越高，对新技术的认识能力越强。据
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２－２：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越强的人，越有可能接受转基因食品。

５．知识的性质和内容也很重要。已有研究显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负面知识会大大降低公
众的接受度，消费者对负面信息的敏感度要远高于正面信息（钟甫宁、丁玉莲，２００４）。遗憾的
是，本文使用的数据没有直接测量转基因知识的内容。后文我们将试图通过“媒介渠道”的差
异，对这种可能性进行间接讨论。

假设２－３：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更有可能接受转基因食品。
对教育的作用也有方向相反的解释。比如，有研究认为，教育水平

较高的人一般风险意识也更高，因而对转基因的接受程度反而更低
（仇焕广等，２００７ａ；齐振宏、周慧，２０１０）。我们认为，这与假设２－３正好
构成了“竞争性假设”，留待后文验证。

·７２１·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



（三）大众媒体渠道机制
贝克（２００４）认为，风险社会是一个“科学、媒体和信息的社会”，其

理论架构为大众媒体的角色预留了重要空间，强调媒体在识别和定义
风险方面的重要性。在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同时，大众媒体也塑造着人
们对新技术及其风险的认识和态度。有研究显示，媒体报道对公众对
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和接受有直接的影响（姜萍，２０１０）。但不同的媒体
形式作用可能不尽相同。维雷拉维拉和科斯塔方特（Ｖｉｌｅｌｌａ－Ｖｉｌａ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ａ－Ｆｏｎｔ，２００８）发现，美国公众在获取转基因食品信息时，电视和报
纸杂志是最重要的渠道，互联网次之，人际网络渠道的作用很小。对中
国公众来说，在获取转基因信息时最信任的渠道是电视，其次是报纸，
互联网最低（钟甫宁、丁玉莲，２００４）。我们认为，在中国，电视等传统媒
体信息经过更严格的审查筛选，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信息更“主流”和正
向，因而有助于公众产生对转基因食品的积极态度。与电视相比，互联
网等新媒体的信息内容更加多元和深入，但同时也会有更多关于转基
因的负面信息。这使互联网对公众态度的影响机制可能变得非常复
杂：一方面，使用互联网有助于公众增进对转基因技术的了解；另一方
面，过度依靠互联网又可能产生对转基因技术的消极印象。因此，我们
尝试提出以下两个“大众媒体”假设：
假设３－１：观看电视节目越多的人，越容易接受转基因食品。
假设３－２：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接受转基因食品，但过度依赖互联网

又可能产生相反作用。

（四）制度性信任机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复杂系统。在这种复杂系统中，社会

信任由“当面承诺”的人际间信任转变为“匿名承诺”的、对符号系统（包
括科学技术）和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这种信任模式对于复杂的社会
系统和个体“本体性安全”（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维持都是至关重要
的（吉登斯，２００７）。然而，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这种制度性信任却面
临两难处境：一方面，个体需要这种信任应对风险和获取“本体性安
全”；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自反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又必须以
对包括专家系统在内的制度的怀疑批判为条件，不断“消解”这种制度
性信任（赵延东，２００７）。
当前对转基因食品的公共讨论就反映了这种两难处境。郭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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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注意到中国公众存在对政府和科学系统的制度性信任，认为转
基因如果能得到官方的正面表态和科技专家的支持，公众完全有可能
放心接受，甚至趋之若鹜。与此同时，她又指出，对科学至上的迷信又
可能让公众对这样的新技术要么盲信，要么恐慌，一旦出现政府公信力
的部分丧失和对专家权威的怀疑，这种极端反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盖斯克等（Ｇａｓｋｅｌｌ，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认为，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信任可以弥补
公众由于自身知识不足而产生的对转基因的担心，欧盟诸国则因为“疯
牛病”问题导致公众信任下降，从而导致对转基因的恐惧。塞格瑞斯特
（Ｓｉｅｇｒｉｓｔ，２０００）发现，制度性信任对公众接受转基因食品既有“直接效
应”，又有通过影响“收益—风险感知”的“间接效应”；昂扬格（Ｏｎｙａｎｇｏ，

２００４）发现，对政府、生物产业和医疗机构的信任有助于提高消费转基
因食品的意愿；仇焕广等（２００７ｂ）则证明，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
的确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因此，我们分别提出对
政府系统、专家系统和大众媒体系统的制度性信任假设：
假设４－１：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有助于提高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接

受度。
假设４－２：对科学家的信任有助于提高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
假设４－３：对国内媒体记者的信任有助于提高个人对转基因食品

的接受度。
作为假设４－２的一个子假设，我们认为，对科技界一些丑闻和负面

信息的了解，可能会降低对专家系统的信任，进而降低对转基因食品的
接受度：
假设４－２ａ：了解科技界丑闻不利于提高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

四、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科协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于

２０１１年７－８月进行的“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公众形象调查”。该调查根
据城市等级（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地市级城市）和地域分布（东部、中部、
西部），选取了北京、郑州、兰州、成都、泉州和荆州等６个城市，在每个
城市的主城区随机抽取３０个社区，再从每个社区随机抽取２２户常住
居民家庭（在当地连续居住时间超过３个月），在家庭内用Ｋｉｓｈ表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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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受访者（要求在１８周岁以上）进行面访。每个城市抽取６６０人，共

３　９６０人，最终完成合格问卷３　６１４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１．３％。最后汇
总时按各城市２０１１年主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对数据进行结构性加权处
理，从而可以推论调查的总体———６城市主城区约２　１４０万的常住居
民。因此，本文分析结果并不试图推论全国城乡居民总体。需要说明
的是，样本中有１　２６６位受访者（样本总量的３３．８％）“以前从没听说过
转基因食品或作物”，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问题没有被询问。因
此，实证分析阶段剔除了这部分样本，６实际样本规模为２　３３５人。

６．分析结果显示，与表１中所示的“听说过转基因的受访者”的样本构成相比，这些“没听说
过转基因”的受访者确实具有明显不同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总体而言，这些受访者中的女性
比例更高（５５．３％），年龄更大（４７．４岁），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者占３３．６％，本科以上只有

２．５％）和家庭经济地位（中层及以上比例的仅占３３．２％）更低。他们更少使用互联网（从不
上网的占６７．３％，经常上网的只占１５．９％），看电视时间与其他人没有明显差别。他们更信
任媒体记者，对政府官员和科学家的信任与其他人没有明显差别。根据后文的分析结果显
示，这些受访者的个体特征中既有有利于，又有不利于接受转基因作物的因素。未来的实证
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个群体对转基因的态度问题。

（二）研究变量
１．因变量
当前中国转基因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商业化种植转基因

主粮作物。因此，本文没有像以往的多数研究那样，以“消费者是否愿
意购买或消费转基因食品”为因变量，而是采用以下变量：“你赞成在中
国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吗”。这是一个四分值的定序变量，取值分别
为：“完全反对”＝１，“不太赞成”＝２，“比较赞成”＝３，“十分赞成”＝４。

２．自变量
根据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我们用几个变量组分别测量个体决策、

知识与认知能力、大众媒体渠道和制度性信任。
（１）个体决策变量
风险感知　以“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的健康产生伤害的担心程

度”和“平时关注转基因食品／作物相关知识或信息的程度”为基础，通
过因子分析抽取一个因子。因子得分越高，表示个人的风险感知程度
越高。

支付能力／价格敏感程度　用自评的家庭收入水平（“据你估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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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家庭收入在当地处于什么水平”）作为代理变量。７

（２）知识与认知能力变量
转基因知识　自评的了解程度（“你觉得自己对转基因食品／作物

相关知识了解的多吗”）。８

认知能力　分别以“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最高学历水平”变量来
衡量。“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是以对“前沿科学技术知识”、“新科技产
品”、“日常现象的科学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技术”和“科技工作者
的故事／新闻”等五个方面自我评价的兴趣程度为基础，通过因子分析
抽取一个因子，因子得分越高，表明个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越高。

７．调查中没有直接测量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敏感性，这里用受访者“自评”的家庭收
入水平作为代理变量。从理论上讲，以“实际家庭收入或消费支出”为代理变量更好，但调查
中对此没有直接询问，只询问了受访者的“个人收入”（且是分组的定序取值）。我们认为，在
食品消费价格敏感性的问题上，“家庭收入”比“个人收入”更合理。事实上，在模型中我们尝
试使用了上述的“个人收入”变量，统计结果与“自评家庭收入水平”变量近似，但模型的整体
拟合度略低于后者，所以最终仍使用了目前的变量。

８．调查中没有直接测量受访者对转基因知识的掌握量，这里只能使用其“自评”作为代理变量。

（３）大众媒体渠道变量
电视媒体　上周看电视的时间（分钟），以“看电视是获取科技信息

的最重要渠道”作为高度依赖电视媒体的指标。

互联网　以“平时上网的频率”（分为“从不或很少上网”、“有时上
网”和“经常上网”三类）衡量一般上网行为，以“上网是获取科技信息的
最重要渠道”作为高度依赖网络的指标。

（４）制度性信任变量
问卷中询问了在一种灾难性情景下（日本大地震后引发核泄漏），

公众对各类制度系统的人员（政府官员、科研人员／科学家和国内媒体
记者）解释核泄漏对中国的影响的信任程度，以此分别衡量他们对政府
官员、科学家和大众媒体的信任。

此外，还用“是否听说过一些科技界丑闻”（如“方舟子遇袭”、“陈进
汉芯造假”、“张悟本事件”和“深圳产妇缝肛门事件”等）作为衡量公众
对专家系统信任的另一个代理变量。

３．控制变量
此外，模型中还引入了城市类型（包括“北京”、“省会城市”和“地市

·１３１·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



级城市”三类）、性别、年龄和家庭结构（有没有未成年子女）等变量作为
控制变量。各变量具体统计值详见表１。

表１：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 百分比（％）／均值 变量名 百分比（％）／均值
因变量 　转基因知识拥有量
对推广转基因
水稻种植的态度

非常少　　 １８．８

　完全反对 １５．０ 比较少　　 ５３．８

　不太赞成 ３９．２ 比较多　　 ２７．５

　比较赞成 ４２．４ 　　 看电视时间（分钟／天） １６１．０

　十分赞成 ３．４ 上网情况　
控制变量 从不上网　 ４０．３
所在城市 有时上网　 ２０．４

　北京 ５７．１ 经常上网　 ３９．２

　省会城市 ３５．９ 最重要信息渠道

　地市级城市 ７．０ 电视　　　 ６６．０
性别（男） ４９．０ 互联网　　 ２９．１
年龄（岁） ４４．１ 制度性信任　　
未成年子女（有） ２４．６ 政府官员　
自变量 　非常信任 ２１．０
家庭经济地位 　比较信任 ４６．１

　中层以上 ３９．０ 　不太信任 ３２．９

　中下层 ３６．６ 科学家　　
　下层 ２４．４ 　非常信任 ３０．１
最高学历 　比较信任 ５０．８

　小学及以下 １６．５ 　不太信任 １９．１

　初中 ３１．２ 　　　　科技界丑闻（没听过） １５．３

　高中 ２０．８ 　国内媒体记者

　大专 １５．２ 　非常信任 １３．５

　本科及以上 １６．３ 　比较信任 ４５．７

　不太信任 ４０．８

　　注：１．“家庭经济地位”的自评地位“上层”的只有５人，“中上层”只有７９
人，故与“中层”合并。
２．“转基因知识拥有量”的自评知识“非常多”的只有６２人（１．７％），故
与“比较多”合并。

（三）分析策略
本文将首先简要描述中国城市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作物的了解情

况、风险感知和接受程度，然后以“对推广转基因水稻种植的态度”为因
变量，采用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累积比数模型）的方法，分别验证前
文所提的假设。最后对统计结果及其理论和政策涵义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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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计结果

（一）对转基因食品／作物的认识与态度
１．对转基因食品／作物的了解程度低
统计结果显示，有６６．２％的受访者“以前听说过转基因食品或转

基因作物”，其中，北京最高，为７７．８％，省会城市和地市级城市较低，
分别为５５．３％和５２．５％（Ｐｅａｒｓｏｎ　ｘ２＝２０９．３３１，ｐ≤０．００１）。有三点值
得注意：（１）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公众中的知晓率与１０多年前相比变化
不大———２００２年的一项调查结果为６７％（黄季焜等，２００６）。（２）中国
公众的知晓率低于发达国家２０世纪末的水平。安格斯·利德集团
（Ａｎｇｕｓ　Ｒｅｉｄ　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０）在８个发达国家１９９９年的调查结果为

７８％，９仅北京达到了这一水平。（３）本次调查的样本尚未包括县级城
市和农村居民，如果包括进来，知晓率水平可能会更低。（４）即便是听
说过的人，对相关知识的了解也比较少（见表１）。

９．参见：Ａｎｇｕｓ　Ｒｅｉｄ　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Ｍ　Ｆｏｏｄｓ”，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Ａｎｇｕｓ　Ｒｅｉｄ　Ｇｒｏｕｐ．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１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０．

２．对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风险比较担心

１７．６％的人非常担心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伤害，４７．０％
有点担心，３０．７％不太担心，只有４．６％完全不担心。北京的公众担心
程度最高，地市级城市最低（见表２）。
表２：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可能伤害人体健康的担心（％）（Ｎ＝２　３０９）

北京 省会城市 地市级城市 合计

非常担心 ２１．６　 １２．４　 ９．８　 １７．６
有点担心 ４４．９　 ５０．３　 ４８．６　 ４７．０
不太担心 ２８．８　 ３４．１　 ３１．２　 ３０．７
完全不担心 ４．６　 ３．２　 １０．４　 ４．６

　　　注：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５９．９３３，ｐ≤０．００１。

３．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
对于在中国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１５．０％的人表示“完全反对”，

３９．２％的人“不太赞成”，４２．４％的人“比较赞成”，只有３．４％的人“十
分赞成”。合计赞成的比例不足半数（４５．８％），与２００２年相比明显下
降，当年公众对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在６５％以上（黄季焜等，２００６）。
在各城市中，北京公众的反对立场更加突出（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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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公众对在中国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态度（％）（Ｎ＝２　１５３）
北京 省会城市 地市级城市 合计

完全反对 ２１．０　 ７．８　 ８．２　 １５．０
不太赞成 ３３．８　 ４６．７　 ４２．４　 ３９．２
比较赞成 ４２．９　 ４０．１　 ４５．６　 ４２．４
十分赞成 ２．３　 ５．５　 ３．８　 ３．４

　　　注：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９５．２３１，ｐ≤０．００１。

（二）对转基因作物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我们首先建构了一个“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模

型１），在此基础上，依次引入“知识与认识能力”（模型２）、“大众媒体”
（模型３）和“制度信任”（模型４）模块的变量，最后构建一个包括了所有
变量的完整模型（模型５）。从总体来看，各个模块的引入都显著改进
了模型的拟合度，说明都具有独自的解释力。接下来，笔者依次讨论各
个具体假设的检验结果。

１．个体决策机制
模型１显示，风险感知越强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态度越消极，

假设１－１得到支持；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公众，态度越消极，假设１－２
也得到了支持。在后面的模型分别引入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这种关系
仍然存在，这说明，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个体基于
对风险和支付能力（价格敏感）的考量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对转基因风
险的担心是导致接受度低的重要原因，有支付能力的阶层则更可能会
避免选择转基因产品。

２．知识和认识能力的作用
模型２显示，对转基因知识的了解程度越高的人，越有可能赞成推

广种植转基因大米，假设２－１得到了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许
多行动者的决策行为是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基础上的，更凸
显出当前转基因风险的“主观建构”性质。在模型２中，最高学历的作
用并不显著，但在模型５控制了“大众媒体”和“制度性信任”模块变量
后，最高学历的影响变得非常显著，支持了假设２－３：教育水平越高的
人，对转基因的接受度越高。这说明，在没有控制“大众媒体”和“制度
性信任”变量前，教育水平的作用被抑制了。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对
转基因食品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更强，更有可能接受转基因，这直接反驳
了此前部分研究者提出的相反的假设。但“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在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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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态度的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阈值（完全赞成）

　完全反对 －１．５９６＊＊＊ －１．８２６＊＊＊ －１．７００＊＊＊ －２．０４９＊＊＊ －２．４６２＊＊＊

　不太赞成 －０．３８３＊＊ －０．５７９＊＊＊ －０．４６５＊＊ －０．８０４＊＊＊ －１．１６１＊＊＊

　比较赞成 １．３４０＊＊＊ １．１７３＊＊＊ １．２６３＊＊＊ ０．９５４＊＊＊ ０．６３０＊＊＊

性别（女性）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０
年龄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家庭结构

　有未成年子女 －０．２６４＊＊＊ －０．２３４＊＊＊ －０．３０９＊＊＊ －０．２６８＊＊＊ －０．２５３＊＊＊

城市（地市级城市）

　北京 －０．２２５＊ －０．３５５＊＊＊ －０．２２８＊ －０．２２０＊ －０．３４９＊＊＊

　省会城市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风险感知（值越高，
感知越强） －０．２７４＊ －０．３３１＊＊＊ －０．２６４＊＊＊ －０．２３３＊＊＊ －０．２７９＊＊＊

经济地位（下层）

　中层以上 －０．１７４＊＊ －０．２６１＊＊＊ －０．１８９＊＊ －０．１４４＊ －０．２５８＊＊＊

　中下层 －０．１２６＃ －０．２０１＊＊＊ －０．１３１＊ －０．１１５＃ －０．２１３＊＊

最高学历（本科以上）

　小学及以下 －０．４４６ －０．５４３＊＊＊

　初中 －０．１２３ －０．２４５＊＊

　高中 －０．１２１ －０．２３０＊

　大专 －０．０７６ －０．１８６
对科技的兴趣
（值越高，兴趣越大） －０．２３０＊ ０．０４３

转基因知识（比较多）
　非常少 －０．４６２＊＊＊ －０．４４５＊＊＊

　比较少 －０．１０９＃ －０．０７４
看电视时间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上网（经常上网）

　从不／很少上网 －０．２４７＊＊ －０．１４８＃

　有时上网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０
最重要信息渠道
（互联网） －０．２８７＊＊＊ －０．２９６＊＊＊

政府官员（非常信任）

　不太信任 －０．５９７＊＊＊ －０．５８５＊＊＊

　比较信任 －０．３６８＊＊＊ －０．３５２＊＊＊

科技界丑闻（不知道） －０．２５７＊＊＊ －０．２３３＊＊

－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　３９９．１１６＊＊＊４　４８１．６５７＊＊＊４　５１８．５６６＊＊＊４　４９７．９９４＊＊＊４　２９９．３５４＊＊＊

Ｃｏｘ　ａｎｄ　Ｓｎｅｌｌ　Ｒ２　 ０．０８１　 ０．１１０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６　 ０．１５８
Ｎ　 ２　１３０　 ２　０９０　 ２　０９３　 ２　１２７　 ２　０５４
　　注：１．表中数字为非标准化系数，变量后括号内为参照组；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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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的作用均不显著（假设２－２没有得到支持），这可能是因为该变
量不能有效地测量“认识能力”。

３．大众媒体的影响
模型３和模型５均显示，电视和互联网的影响都很明显。看电视

的时间越长的人，越有可能赞成推广转基因大米种植，假设３－１得到支
持。１０互联网的作用则比较复杂，经常上网的人比从不上网的人更赞成
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但如果过度依赖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把它作为
最重要的渠道），反而会降低对转基因的接受度。这个结果在事实上反
映了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既有提供更丰富信息的正功能，又有混杂
负面信息的负功能。这在事实上支持了假设３－２。大众媒体的复杂作
用表明，公众对转基因的接受并非单纯的“理性选择”问题，个体用以形
成判断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选择或塑造的。在理解个人态度
时，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功能必须要充分考虑。

１０．由于“以电视为获取科技信息最重要渠道”与“以网络为最重要渠道”相关度较高，可能存
在共线性问题，所以模型中没有同时引入该变量。事实上，把电视作为最重要信息渠道的人
确实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转基因。

４．制度性信任的意义
由于对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国内媒体记者的信任彼此间的相关性

很强，我们在模型４和模型５中只引入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和“知晓科
技界丑闻”。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的解释力很强，对政府官员的信任
能够显著提高对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而知晓科技界的丑闻则会
显著降低这种接受度。这支持了假设４－１和假设４－２ａ，也进一步印证
了仇焕广等（２００７ｂ）的发现。
为了检验其他制度性信任的影响，表５在表４的模型５的基础上，

又分别构建了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模型５－１，即表４中的模型５）、对国
内媒体记者的信任（模型５－２）和对科学家的信任（模型５－３）的影响模
型。为简洁起见，其他变量结果在表５中北省略：

从－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和Ｃｏｘ　ａｎｄ　Ｓｎｅｌｌ　Ｒ２ 指标可以看出，各种制度
性信任变量中，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的模型解释力最强。对国内媒体
记者的信任具有类似的作用，不太信任记者的人更不赞成推广种植转
基因大米（支持了假设４－３），但解释强度明显低于对政府官员的信任。
对科学家的信任的影响比较复杂，解释力也更低。对科学家信任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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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群体（“比较信任”）对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最低，最信任科学家和
不信任科学家的群体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假设４－２并没有得到完全支
持。目前，我们还难以对这个结果做出清晰的解释，但这的确在一定程
度上意味着，对科学家系统不信任可能不是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接
受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与其相比，公众对政府治理的担心可能才是更
重要的。

表５：制度性信任模型比较
模型５－１ 模型５－２ 模型５－３

科技界丑闻（不知道） －０．２３３＊＊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７＊＊＊
政府官员（非常信任）
　不太信任 －０．５８５＊＊＊

　比较信任 －０．３５２＊＊＊
国内媒体记者（非常信任）
　不太信任 －０．１６０＊

　比较信任 －０．０７１
科学家（非常信任）
　不太信任 ０．０１８
　比较信任 －０．１１５＊
其他变量（省略） － － －
－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　２９９．３５４＊＊＊ ４　３４４．１８３＊＊＊ ４　３４９．６８７
Ｃｏｘ　ａｎｄ　Ｓｎｅｌｌ　Ｒ２ ０．１５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２
Ｎ　 ２　０５４　 ２　０４９　 ２　０５０
　　注：显著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类别变量后

括号内为参照组。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公众
对转基因食品／作物的接受度问题。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
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２００２年相比，接受度有明显下降。在此基
础上，本文还讨论了影响公众接受度的重要因素。
与以往类似的研究不同，本文批评了把转基因接受度问题简单置

于消费者“个人决策行为”框架内分析的做法，并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
视角出发，试图在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社
会行动模型”，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以转基因
食品为例）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除“个体决策行
为”外，本文提出了“知识与认识能力”、“大众媒体”和“制度性信任”等
社会性因素，并论述了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经验分析，
对这些社会性因素进行识别和验证。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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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新技术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个体在对收益（本文没
有检验）、风险和支付能力进行考量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行为，传统的
个体行为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解释是不完备的。在面对转
基因这样的新技术时，个体是在缺乏相关知识（信息）或知识（信息）非
常有限（对相关知识不了解）的条件下做出的“有限理性选择”，其考量
的“风险”更多是一种“主观建构”的风险。这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
个基本观点：重要的不是风险是什么，而是人们认为风险是什么
（赵延东，２００７）。
第二，在风险社会中，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行为呈现出复杂的社会阶

层差异。本文发现，教育水平更高的公众更倾向接受转基因作物，而经
济收入更高的公众更不愿意接受转基因作物。在前文提出假设和建构
模型时，我们是把“教育水平”作为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代理变量，把
“经济收入”作为支付能力和价格敏感性的代理变量。事实上，这两个
变量也是传统上衡量社会经济地位和阶层差异的重要标准。如果从这
个角度解读，上述发现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分层机制对人们的风险行
为的确有复杂的影响作用。社会分层机制及其变化是风险社会理论的
核心议题之一。在贝克（２００４）看来，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生产和分配逻
辑代替了传统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逻辑成为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

志。这意味着，风险的弥散性和普遍性使风险意识和行为具有跨越阶
级或阶层的可能性（“风险面前人人平等”）。但他同时指出，风险分配
的逻辑与财富分配的逻辑并不总是冲突，风险分布也会以一种等级化
和阶级化的方式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同阶级、阶层的分化同构，并强化
后者的分化（李友梅，２００８）。本文的研究发现，不同阶层暴露于风险
（或逃避风险）中的机会和能力确实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但经济地位和
教育地位的作用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复杂性
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阶层差异包含多个维度，除经济地位（收入和财
富）外，还有知识地位（教育）、权力和社会网络等，不同维度带来的资源
并不完全相同；二是风险行为也包括多个维度，除行为或行为倾向外，
还包括与风险相关的知识和风险意识，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
致。这意味着，风险社会中的阶层差异确实非常复杂，不同维度的社会
阶层差异影响着不同维度的风险行为。在前文提出的理论框架中，本
文确实暗示了这种复杂性，但因为数据局限和其他限制，在实证环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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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没有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检验，这应该成为未来实证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三，在“风险”的建构过程中，大众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大众媒

体不只是传递信息的通道，在某种程度上还发挥着“议程设置”的功能，
通过选择性的“信息供给”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作为个体的公众，一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信息选择自由，另一方面，这
种选择自由又是有限度的。因此，公众的风险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有
被“塑造”的性质。在这方面，（至少在中国）传统的电视媒体的“塑造”
功能更强。与其相比，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作用更加复杂。互联网在增
加了信息供给量（有助于增加公众对转基因的知识进而提高接受度）的
同时，又由于信息内容的复杂性和过多的可选择性，增强了部分公众的
风险感知。这表明，在风险社会中，媒体既具有对风险建构的“放大效应”
（斯洛维奇，２００７），也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缩小效应”。具体发挥
何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提供的信息内容和形式，以及媒体
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等，这也应当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四，在理解个体风险决策行为时，制度性信任，尤其是对政府的

信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风险社会中，制度性信
任是社会系统和个体“本体性安全”得以维系的关键，虽然这种制度性
信任又始终受到“现代性的自反性”的挑战（吉登斯，２０００）。在面对转
基因这样的新技术时，个体的风险感知和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对各种专家系统（包括政府）的制度性信任。一旦这种信任下降或丧
失，个体对新技术的恐慌和排斥问题将非常突出。本文研究显示，在当
前的中国，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对公众接受转基因作物的影响程度似乎
比科学家的公信力还要大。换言之，许多公众不愿接受推广转基因作
物，与其说是不信任科学，不如说是对政府的管理能力缺乏信任。这个
推论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佐证：前文表１数据显示，在中国，科学家得
到大多数公众（８０．９％）的信任，是各类群体中最高的（何光喜等，

２０１２）。与其相比，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率明显较低，只有６７．１％，媒体
记者更低，只有５９．２％。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和消费者对

转基因作物的态度问题，超出了单纯的消费者个体决策领域，呈现复杂
的“知识—权力”运作特征（郭于华，２００４）。在此过程中，普通消费者对
是否接受转基因作物的确表现出一定的基于风险感知和支付能力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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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决策权，但其用以决策的知识基础不足、残缺和被动，背后呈现各种
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就中国当前的争论而言，与郭于华（２００４）当年讨
论这个议题时的相似之处是，在强调经济发展、粮食安全和崇尚科学的
思想指导下，政府仍然与科学界结盟，对发展转基因作物持审慎的支持
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当年中国“相对地隔离于由消费者运动、ＮＧＯ等
构成的国际压力”的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消费者运动和 ＮＧＯ
的兴起对政府的决策形成挑战，迫使政府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越来越
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而言，知识和信息都是其发挥权
力和影响消费者的最重要武器，大众媒体则成为其传播知识和运作权
力的重要平台。如果说政府在传统的电视媒体上还略有优势的话，新
兴的互联网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争论规则，成为双方势均力
敌、尽力争夺的关键战场。当然，消费者在此过程中也并非是完全无力
和被动的“弱者”，他们对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影响着“知识—权力”运
作的效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当年没有明显变化的是，作为这场
争论的最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农民仍然因为缺乏组织性和表达能力，
在这场争论中并没有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对未来中国转基因作物发展
趋势及相关政策走向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对上述“知识—权
力”运作模式的理解和观察。
本文的一些经验分析结果对于相关的政策制定也有一定启示意

义：一是要认识到“主观建构”的风险作为“社会事实”（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ｓ）的重
要性。要制定政策，首先要切实地知道人们头脑中在想什么。二是要
充分利用“知识的力量”，积极开展科普活动，通过让公众更多了解转基
因消减“主观建构”的风险。三是要看到“制度性信任”（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力量，提高政府、科学界、媒体等专家系统的公
信力，维持公众高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四是要重视互联网新媒体的“双
刃剑”效应，通过对网络社区规则的建设，充分发挥互联网对谣言信息
的“自净”功能。
本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只是处于探索性的阶段，仍存在很多不

足。首先，本文尝试构建的“社会行动”模型还远不完备。一是还有很
多重要的社会性要素没有被识别出来，如许多重要的行动者（如 ＮＧＯ
组织、企业、农民、个人的社会网络等）的作用没有探讨，除了“知识”、
“信任”之外的其他重要机制（如“强制”、“交换”等）也没有得到讨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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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种社会性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作用“路径”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和实证分析。其次，对模型中相关机制的测量和检验在方法上还存在
一定缺陷。一是由于使用的是“二手”数据，对模型中的许多重要变量
缺乏直接测量，只能代之以“代理变量”（如用自评了解程度代替对转基
因知识的测量，用自评家庭经济水平代替对家庭收入或消费的测量），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证检验的有效性；二是因为在数据中缺乏模型
中的一些重要变量，无法得到实证检验，如个体决策机制中的“感知的
收益”变量，有研究显示其作用可能还要远大于“感知的风险”，并建议
应更多宣传转基因对消费者的“收益”（Ｈａｍｓｔｒａ，１９９８）；三是部分变量
（如知识、对政府的信任）与接受度之间的“内生性”（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问题
没有得到控制；四是对各种社会性因素的作用“路径”以及各因素之间
的交互作用的验证需要引入更复杂的分析模型，如路径分析、结构方程
模型等。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些方面做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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